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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化传播理论的思考
谭　 天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社会化媒体的兴起， 传播学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大

众传播学陷入了理论困境， 社会化传播理论应运而生。 在社会化传播的理论构建中， 需要讨论什么是社会

化传播， 其研究范式是否需要改变、 理论体系如何建立等问题， 需要展开更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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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传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与之相关的传播学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以大众传

播为主导的经典传播理论在解释复杂多变的网络传播和现实社会时， 显得越来越吃力。 那么， 能不能

提出一种全新的理论来替代、 修正和涵盖大众传播理论呢？ 本文为此做了一点构建社会化传播理论的

思考。

一、 传播学的困境与机遇

传播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新兴学科， 当它还立足未稳时就不幸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冲击来

自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以及伴随而来的传播形态、 媒介生态的变化， 传统媒体土崩瓦解， 大众传播

也在部分失效。 理论危机随之而来。 在大众传媒发展基础上构建的大众传播理论已经难以解释基于互

联网的传播活动和传媒现实， 理论严重滞后实际， 部分理论已显过时。 在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

境下， 学术界陷入了一种集体焦虑： 一方面重新检讨和反思现有的理论框架， 虽然发现了一些问题但

无力解决； 另一方面由于传播学年轻且内卷化严重， 自身无法创新理论， 虽然有学者提出学科支援和

跨学科研究的思路， 但由于学科对话尚未形成， 也只能望梅止渴， 远水救不了近火。

大众传播理论是传播学里最重要的理论， 现在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清华大学崔保国教授是

《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 的译作者， 他在悼念文章中写道： “大众传播时代伴随着二十世纪已经翻过

了历史的一页，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网络空间的出现， 人类开始进入一个传播的新时代， 传播学不再

只是以探讨大众传播为核心议题， 而是在更宽广的领域中展开。” ［１］

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数学上， 所谓难的、 美的， 不见得是好的； 所谓好

的， 也不见得就一定是重要的。 数学大师华罗庚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要研究有生命力的数学。 用这

些观点观照传播学， 就是要研究有生命力的新闻传播学。 从施拉姆到麦奎尔， 尽管传播学理论日趋学

科化精细化， 但并不代表它足够成熟， 更不能说明它足以解释当今的传播与传媒。 香港城市大学李金

铨教授在 《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 一文中警示道 “谨防落入过度专业化而划地自限的陷阱， 以致异化

为技术化、 碎片化、 孤岛化的窠臼。”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网络传播力评估与研究” （１６ＢＸＷ０１４） 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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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大众传播学， 先说它的基本理论。 大众传播理论是建立在大众媒体信息传

播研究的基础上的。 但是面对互联网和新媒体， 其解释力显得乏力， 人们还需要研究信息传播背后的

关系传播， 还要研究影响这一传播的媒介组织及其形态的研究。 这是一个空白， 传播学者一味纠缠在

信息与技术的二元讨论之中， 殊不知在信息与技术之间还隔着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例如笔者在 《基于

关系视角的媒介平台》 一文中讨论的媒介组织形态。

　 　 不可否认， 最近三十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首先是吸收消化国外传播学研究成果，

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得更加规范更趋精细， 但仅此而已。 问题是新的研究方向在哪里？ 理论创新的切入

点在哪里？ 能不能构建一种全新的传播理论？ 科技发展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传播剧变或许会给研究者

带来契机和灵感。 智能手机与社交网络的结合催生了传统媒体的掘墓人———社交媒体以及新的传播方

式。 在 ２０１６ 年的美国大选中， 社交媒体向传统媒体又吹起冲锋号。 有人称这次大选特朗普的胜利归功

于社交媒体， 这是一种十分偏颇的说法。 但不得不承认特朗普竞选团队充分利用了社会化传播手段，

一方面利用社交媒体吸粉造势， 宣传自己的治国理念； 另一方面遵循社会化传播规律， 对希拉里发起

多点攻击， 包括借助黑客、 揭露丑闻等来打击竞选对手。 我们在这场大选的背后看到社会化传播的推

波助澜。

这样的社会化传播案例越来越多。 从我国近年来网络舆情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来看， 在大众传播理

论的框架内， 已难以解释此起彼伏的危机传播， 更无力应对并进行危机管理。 但是， 我们不妨大胆设

想一下， 社交媒体的兴起不是给社会化传播研究带来一个很好的契机吗？ 诸多社会化传播实践不是给

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现实土壤吗？

彭兰教授在其 《社会化媒体： 理论与实践解析》 一书中写道： “当内容生产和消费与人们的社交活

动关联越来越密切， 当内容越来越多地依赖人们的社会关系渠道流动时， 传统的点对面的大众传播日

益演化为 ‘社交化’ 大众传播。” ［２］彭兰所说的社交化大众传播实际上就是社会化传播， 只是我们还没

有意识到要形成一套新的传播理论。

二、 社会化传播的定义

社会化传播的兴起是基于人类所在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 人类活动进入网络社会。 “网络社会被

界定为在媒介网络中加速组织它的关系的一种社会形式。” ［３］ 简·梵·迪克在他的 《网络社会———新媒

体的社会层面》 一书中对网络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三个结论： 当代社会正从大众社会向网络社

会转变； 网络社会结构是双重结构， 既连接又分离； 这个网络结构既是界定的， 又是能动的。［３］（２６０－２６１）

社会化传播的兴起与形成都是基于这样的网络社会， 而社会化传播的研究也应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

展开。

近些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 信息传播不仅在传播形态上而且在

媒介生态上， 都有了很大变化， 而我们的研究却不能适应这一变化。 在当今的互联网社会里， 任何机

构和个人都处在传播的节点上， 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 可以说， 互联网时代即社会化传播时代。 因

此， 社会化传播的理论研究应该提到重大的研究议题中来。

目前社会化传播研究更多是在社会学视域展开， 研究社会化传播的结构、 功能， 群体与个体的协

调， 个人与社会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李夏薇认为： “社会化传播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强调的是一种弥

漫式、 辐射式的传播方式， 强调每个互联网用户都是传播的一个节点， 是一种基于社会化媒体平台，

在信源、 希望获取信息的受众和信宿之间进行沟通并且实现信息和内容分享的行为。” ［４］ 社会化传播需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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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为科学的定义，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维度来思考。

重要的传播学研究或许不在传播学科内， 而是在其他学科。 例如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对

网络社会及其传播进行的研究。 当传播学者把信息传播推进到关系转换时， 曼纽尔·卡斯特却把 “传

播” 纳入 “连接” 这一学术范畴， “要以共享的、 重构的认同为核心， 追寻新的连接姿态。” ［５］ “连接”

可以看作一种强关系， 它往往通过媒介来实现连接。 “媒介即连接” 的本质就在于接入、 挖掘和处理传

播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并提供与之适配的内容和服务， 进而通过新媒体打通人与人、 人与物之间的关

系， 为新媒体将社会资本转换成运营资本奠定基础。 在此， 笔者试图这样定义： 社会化传播是指在互

联网连接的虚拟与现实的空间里， 任何个体和组织都会形成传播行为， 通过各种媒介平台和传播工具

的关系转换， 进而引发社会资本流动和各种传播活动。

基于社会化传播的界定， 我们可以讨论社会化传播研究的对象。 就当前而言， 数据、 平台和生态以

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应该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从微观层面来看， 信息不仅数字化而且已经数据化，

随之而来是数据挖掘与分析， 数据成为社会化传播的 “血液”。 从中观层面来看， 媒体作为一种传统媒

介组织形态终将灭亡， 取而代之的是集资源聚合、 响应需求和创造价值为三大构成要素的媒介平台。

宏观层面是生态， 这个生态既包括媒介生态也涉及社会生态， 由此形成各种共生互联互通的形态。 在

这三个层级形成的传播系统里， 社交化、 智能化以及开放性是它的三大特征， 并由此形成权力博弈、

制度创新、 资本流动、 伦理心理等错综复杂的新关系， 从而造就形态各异的新媒体和新业态。 进而对

社会形态起到一定的结构作用。 基于社会化传播的定义， 我们还可以构建整个理论体系， 而在这个构

建过程中首先遇到一个范式转换的问题。

综上所述， 经过从内容到关系， 再从传播到连接的转换， 关系、 连接、 平台等成为传播形态的新节

点， 基于大数据的交往理性、 跨学科的协同创新等都会推动人类社会的空间转向与文化转向， 并进一

步促进社会资本的流动。 在此转变和转换中， 社会化传播研究开始形成与大众传播截然不同的范式，

然而它并没有完全固化下来。

三、 理论研究的范式转移

托马斯·库恩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ａｍｕｅｌ Ｋｕｈｎ） 在其 《科学革命的结构》 中提出范式理论。 他认为科学革命

的本质就是范式转换。 范式是指从事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和共同模式。 它包括研究者们都

认可的世界观、 价值取向、 基本理论、 方法与工具等一整套称之为学术共同体的东西。 刘海龙在其

《大众传播理论： 范式与流派》 一书中提出大众传播研究可以分为三种范式： 客观经验主义范式、 诠释

经验主义范式、 批判理论范式。 这三种研究范式其实也是传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从大众传播学到社会化传播理论， 是不是一场科学革命现在还不好说， 但至少是一次重大的理论

创新， 也会面临着原有范式是否适用， 甚至范式转换的问题。 在这个改变和转换过程中， 人们对传播

的认识出现了两个大飞跃： 第一个飞跃是从内容到关系， 第二个飞跃是从传播到连接。 Ｇ·贝特森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ａｔｅｓｏｎ） 指出： “传播具有两个层面， 即内容层面与关系层面， 在传播的关系层面上， 它传递

的是传播过程中两个或更多的参与者的人际关系， 因此， 一个讯息的关系深度可以对于讯息的内容进

行分类或予以构造。” ［６］周翔、 李镓在讨论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时指出： “未来研究应聚焦媒介化社

会的空间转向以及如何联结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关系， 探索打通时间和空间问题的路径。” ［７］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给社会化传播更多的赋能， 也让人们对传

播的认识产生了第二次飞跃： 从传播到连接。 社会化传播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还有人与物、 物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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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物之间的联结； 不仅有个体之间的连接 （社群）， 还有个体与社会的连接 （嵌入）。 如果说传播是一

种宽泛的相互关系， 那么， 连接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相互作用。 在这种新的传播形态和连接方式中，

新兴的媒介组织形态出现了， 那就是媒介平台。 所有的传播都通过接入媒介平台实现关系转换， 进而

释放出巨大的传播能量。 中国最大社交媒体腾讯 ＣＥＯ 马化腾提出的 “连接一切” 的口号， 这是互联网

业界对传播更直观的认知和直接的理解。 如果说大众传播关注媒介技术变迁引发的权力博弈， 那么社

会化传播可能更加关注社会结构和媒介形态变化引发的社会资本流动。

社会化传播研究还会促进跨学科融合， 计算传播学、 认知传播学等新兴交叉学科进入传播学者的

视野， 同时也吸引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进入传播学研究的知识场域。 但是问题也因此而来，

例如算法推荐， 人们又会陷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困境中， 对此陈昌凤教授在哈贝马斯的

交往理论启示下， 提出了在传播中存在 “交往理性” 的新观点。 与此同时， 跨学科研究和互联网思维

也会构成社会化传播研究的方法论。 诚然， 我们并不是完全抛弃大众传播理论， 而应该是传承和扬弃。

那么， 社会化传播的研究除了刘海龙所说的三种范式之外， 有没有可能产生新的范式呢？ 或者说会

不会发生范式转移？ 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在武汉大学作的题为 《传播学范式的转移？ 对数字化和

全球化影响的反省》 的演讲中指出， “传播学范式是否发生转移” 的关键在于， 分析既有的传播理论能

否解释新的社会技术现实， 包括四个关键问题： 传播作为社会过程发生改变了吗？ 传播中的权力关系

发生改变了吗？ 出现了新的根本问题吗？ 出现了新的研究工具吗？ 陈韬文教授认为， 传播学研究涉及

的基本社会类别和整体社会关系仍然保持原状， 但社会类别之间的特定关系正在改变。 传统科学研究

和范式转移在同时发生， 后者更值得学界关注， 传播学者要以数字化和全球化视野更新传播理论。 笔

者认为社会化传播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至少有一种研究范式是值得重视的， 那就是基于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的数理研究范式。 换言之， 就是社会化传播需要借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多新的研究方法

和工具。

四、 社会化传播理论构想

笔者相信社会化传播理论必将替代和涵盖大众传播理论， 理由是大众传播理论是现实空间里构建

的， 而社会化传播理论则把研究的视域拓展到虚拟空间。 因此， 一方面， 社会化传播理论是建立在对

大众传播理论的继承和扬弃上， 我们需要继承传播学优良的学术传统。 但另一方面， 我们更需要颠覆

性创新， 敢于创造新的理论学说。 社会化传播理论研究需要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当然， 传播学

研究从来都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而这些传播理论之间是相互有交集的。

我们需要先梳理一下与社会化传播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相关的概念： 大众传播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 公共传播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和社会化传播。 大众传播凸显 “受众” 的被动性， 公共传播

强调传播的公共性， 社会化传播强调个人参与。 “大众传播主要是机构性的， 以五种大众媒介为传播介

质和不确定数量的 ‘受众’ 是它传播的对象， 多为单向无反馈传播。 公共传播是一个近年来使用频繁

的新概念， 尽管讨论较多， 但至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８］ 那么， 社会化传播与公共传播、 大众传

播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社会化传播， 不强调传播主体， 而强调传播方式， 指传播方式是弥

漫的、 对象是多样的、 广泛渗透的。 公共传播可以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进行， 也可以通过社会性媒体

进行社会化传播。 可见， 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下， 无论是大众传播方式还是公共传播理念， 都可以借助

于社会化传播的方式进行。” ［８］

近年来， 传播学研究有一种回归到社会学的趋势。 大数据、 虚拟现实 （ＶＲ）、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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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正在重构新的媒介关系与社会关系， 这些新关系或许会成为我们研究的新视角。 目前涉及社会

化传播研究的论文很少， 在 ＣＮＫＩ 上检索到的仅有 １７１ 篇， 而且大多是泛泛而谈， 并没有对社会化传播

进行严格的定义， 指涉的传播主体、 路径和模式也比较模糊。 关于社会化传播的研究更多出现在社交

媒体 （１９， ２５５ 篇） 和网络传播 （１９， ８２１ 篇） 的论文中。 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都存在问题， 社交媒体

研究侧重实务， 学理性不足； 网络传播研究则仅限于网上传播， 有一定局限性， 而社会化传播是贯穿

于线上线下全域时空的传播活动。

当下社会化传播研究侧重于社交媒体及其应用层面， 但是社会化传播并不只限于社交媒体， 它包

括每个互联网节点上的传播， 传播者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个体。 大众传播忽略个体存在， 麦奎尔认为

“大众” “它代表了一种无组织的、 缺乏个人色彩的个体集合。” ［９］ 但在社会化传播理论中， 个体的存在

得到充分的体现， 甚至可以形成如克莱·舍基所说的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显然， 社会化传播模式远

比拉斯韦的 ５Ｗ 模式要复杂得多。 或许有人会说， 社会化传播弗远无界， 没有一个抓手怎么研究呀？ 但

笔者认为它还是有边界的， 也是有传播主体的， 只是说它的边界相对模糊， 传播主体多元化， 传播也

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那么， 能否构建一个社会化传播的理论体系呢？ 麦奎尔把大众传播理论体系分为理论、 结构、 组

织、 内容、 受众、 效果等六大部分。 参照这个理论架构， 笔者提出社会化传播理论体系的构想， 也分

为六大部分： 基本理论、 媒介形态、 内容与服务、 关系与连接、 用户与互动、 效果与效用。 社会化传

播理论还涉及社会学、 管理学、 政治学、 文化和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此外， 系统研究、 社会网

络分析等方法将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 这些只是初步设想， 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还有待于这一理论研

究的全面展开。

综上所述， 基于传播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 笔者提出构建社会化传播理论的初步想法， 当下应该

从社会化传播的界定、 理论的构建和范式的创新入手， 希望就此引起传播学界的关注、 思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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